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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由无处不在的个人化数字ICTs所定义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当下

IMDs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对日常生活的殖民化，成了“有偿的”和“无酬

的”数字劳动性质流转的一种物质表达。这些设备对“免费”时间的殖民

化增加了用户生产内容与其他潜在的有价值的个人数据的数量。IMDs

不只是传播技术的革新，而是一个潜在的、消费可计算数据和重构受众

商品的有利可图的场域（或平台），这种受众商品由众多隐秘的身份所

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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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互联网驱动的移动设备（Internet-enabled mobile devices，IMDs）普及的今

天，本文重新审视了达拉斯·斯麦兹的理论成果。在一个连接无处不在的时代，斯麦兹

对于受众“工作”开创性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历史连续体，使我们得以在日常生活中理解

IMDs的大量出现。沿着斯麦兹的分析路径，本文认为，IMDs所保证和支持的有偿的与

无酬的数字劳动的扩张，促成了传播的总体动员、认知与协作能力——这些能力处于

“信息资本主义”积累策略的核心。因此，全球范围内对 IMDs快速的接纳和使用成了这

种动员和吸纳的有机组成部分。斯麦兹强调传播及其相关技术在对当代政治经济学批

判分析中的核心作用，本文与这一立场相一致，并通过反思斯麦兹的受众商品理论来详

述数字劳动的理念，而受众商品理论是 IMDs技术和社会变迁的中心原则。

［关键词］受众商品 数字劳动 实际吸纳 意识产业 产消者商品

一、引言

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作通过数字信息传输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
tions technologies，ICTs）与日常生活的发展、调配和殖民深刻相关。互联网驱动的移动

设备（Internet-enabled mobile devices，IMDs）日益普及，特别是那些集计算机和移动电话

于一体的技术，正是诠释这一点最为现实的科技。本文将聚焦于这些设备中的一个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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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智能手机，从下面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也适用于各种各样尚未被设计出来的移

动和无线设备。

本文从一个无处不在的连接时代出发，用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Smythe）的核心理论

成果来建构数字劳动的分析框架。可以说，斯麦兹的理念在对web 2.0的新兴实践和交

口称赞中，又获得了新的显著意义。沿着他的分析路径，借助于智能手机这类设备对有

偿的和无酬的劳动进行的扩张，涉及传播的动员、认知与协作能力——这些能力是“信息

资本主义”积累策略的核心（Fuchs，2010）。我认为，在全球层面，对这些设备快速的接纳

和使用是人类能力的动员和吸纳的重要组成部分。说到斯麦兹具有颠覆性（也颇具争

议）的受众商品概念，“受众的工作”从物质层面上来说，极大地嵌入并构连（articulate）了

传播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与斯麦兹强调在当代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分析之中传播与

相关技术的中心性一致，本文通过反思受众商品概念——这一被斯麦兹视为 IMDs技术

和社会变迁的中心原则，来详细阐述数字劳动。

二、从马克思到斯麦兹：传播和劳动

在详述斯麦兹对数字劳动当代形式的分析所做出的贡献之前，强调他与马克思对

资本主义批判的关键组成部分的联系是有指导意义的，特别是强调在工业资本主义再

生产过程中，协作和传播能力的中心性。在《资本论》第一卷题为“协作”的章节中，马克

思概述了创造剩余价值的必要条件，包括封闭工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作为这个持

续过程的结果，劳工的社会生产能力为资本所免费使用，而正是资本本身将他们置于这

种特定的条件下（Marx，1976：451）。通过工人们的组织与协作而产生的劳动生产率的

提高，同时受到了各种资产阶级拜物教神话的引导，技术（资本）被看作是价值的载体和

创造者，反倒不是协作的劳动力。在现实中，是工人们的协作，以及创造的协同作用产

生了剩余价值。因为这个原因，“协作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

（Marx，1976：454）。
继马克思将劳动的传播和协作性基础视为剩余价值的源泉这一理解之后，斯麦兹

展示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对 ICTs的物质性分析，发现这种基础是资本主义的中介

和最易受技术革新影响的常规对象。事实上，技术革新也不断地从总体上调整着人类

的传播能力。于斯麦兹而言，从这个调整的过程中产生的最关键的抽象概念之一，就是

受众商品论。在商业广播模式中，观众对商业信息的注意力用来交换电视节目（即“免

费的午餐”）。作为对商业信息的回应，受众参与了消费这一必要劳动。借由推行这种

免费的服务，受众通过向自己和他人营销产品和服务来为媒介资本工作（Smythe，1981：
9）。这样一来，“受众作为广告商的劳动力总体上确保了商品的分配和消费的过程”

（Jhally，1987：67）。不断降低的生产成本所要求的必要的消费扩张使得作为一种工业

资本主义系统性产物的“大众传播媒介”得以产生，“它的目的就是为指导其他社会机构

和整个人口而设置议题、难题、价值和政策的每日议程”（Smythe，1981：xii）。因此，受众

商品的生产是工业资本主义生产力不断提高的一种反映，并与它同时发生。“前者作为

一个新的重要主体，日益在复杂而交织的社会制度中占据核心的地位——如家庭、工作

场所、学校、教堂和国家。”（Smythe，1981：xiii）
因此，通过强调它们在流通领域内，在实现和保存剩余价值的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可

或缺的角色，斯麦兹将大众传播、观念意识和传播能力置于大规模工业生产和消费这一

颇具解释力的框架之中，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受众商品成为焦点。正如萨特·杰哈里

（Sut Jhally）解释道：

工业资本寻求一种降低流通成本的方式。媒体资本家通过提供受众来实现这一

点，从而分享工业资本的剩余价值。消费者，参与到购买的过程中来……仿佛是广播公

司向产业资本家出售消费者，而不是将自己的活动看作是向消费者售卖工业资本家的

商品。（Jhally，1987：117）

从斯麦兹对于 ICTs的资本主义应用的强调来看，流通领域可以在两种意义上被视

为生产性的：一方面，它着实促进了商品的扩大流通，从而实现和积累剩余价值；另一方

面，它着实促进了有偿劳动者自身的主体性再生产。为了实现这个目标，ICTs的资本应

用创造了斯麦兹所说的“意识产业”（consciousness industry）——制度的联合体，它强调

传播能力和整体管理意识本身的生产性构连。这样一来，通过驱使消费者重新回到工

作中去，通过自愿的购买来扩大一系列商品的消费（为了购买商品，消费者不得不回到

工作中去），它使得一般意义上的工资关系得以再生产，而且有时是非自愿地接受新的

和异常的需求。

三、实际吸纳、动员和意识产业

然而，意识产业的运作，有一个不断发展的技术和物质基础。正如斯麦兹说的那

样，基于频谱的无线技术的发展已经成为意识产业生产受众的核心，因为它能够克服时

间和空间的障碍，这种障碍往往把工作场所和休闲场所分割开来。这涉及一个对公共

持有资源的开发，即电磁频谱（electromagnetic spectrum）。把无线电频谱和无线技术整

合到消费者意识的管理中去，是一种更为普遍的、对整个人口生产能力的动员。通过引

用约翰·保尔·戈德马尔（John Paul de Gaudemar）的著作，弗兰克·韦伯斯特（Frank Web⁃
ster）和凯文·罗宾斯（Kevin Robins）认为，这种动员的话语提供了一种令人信服的框架，

来理解“资本是如何使劳动力和人口被‘动员’起来的”（Robins & Webster，1999：111）。

戈德马尔概述了两种主要形式的动员：绝对的动员（absolute mobilization），也就是“为了

创造一个工厂的劳动力，农村人口的传统生活方式被系统性地瓦解了，这个过程涉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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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智能手机，从下面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也适用于各种各样尚未被设计出来的移

动和无线设备。

本文从一个无处不在的连接时代出发，用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Smythe）的核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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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称赞中，又获得了新的显著意义。沿着他的分析路径，借助于智能手机这类设备对有

偿的和无酬的劳动进行的扩张，涉及传播的动员、认知与协作能力——这些能力是“信息

资本主义”积累策略的核心（Fuchs，2010）。我认为，在全球层面，对这些设备快速的接纳

和使用是人类能力的动员和吸纳的重要组成部分。说到斯麦兹具有颠覆性（也颇具争

议）的受众商品概念，“受众的工作”从物质层面上来说，极大地嵌入并构连（articulate）了

传播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与斯麦兹强调在当代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分析之中传播与

相关技术的中心性一致，本文通过反思受众商品概念——这一被斯麦兹视为 IMDs技术

和社会变迁的中心原则，来详细阐述数字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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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详述斯麦兹对数字劳动当代形式的分析所做出的贡献之前，强调他与马克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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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过程中，协作和传播能力的中心性。在《资本论》第一卷题为“协作”的章节中，马克

思概述了创造剩余价值的必要条件，包括封闭工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作为这个持

续过程的结果，劳工的社会生产能力为资本所免费使用，而正是资本本身将他们置于这

种特定的条件下（Marx，1976：451）。通过工人们的组织与协作而产生的劳动生产率的

提高，同时受到了各种资产阶级拜物教神话的引导，技术（资本）被看作是价值的载体和

创造者，反倒不是协作的劳动力。在现实中，是工人们的协作，以及创造的协同作用产

生了剩余价值。因为这个原因，“协作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

（Marx，1976：454）。
继马克思将劳动的传播和协作性基础视为剩余价值的源泉这一理解之后，斯麦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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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最易受技术革新影响的常规对象。事实上，技术革新也不断地从总体上调整着人类

的传播能力。于斯麦兹而言，从这个调整的过程中产生的最关键的抽象概念之一，就是

受众商品论。在商业广播模式中，观众对商业信息的注意力用来交换电视节目（即“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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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通过强调它们在流通领域内，在实现和保存剩余价值的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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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从而分享工业资本的剩余价值。消费者，参与到购买的过程中来……仿佛是广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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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创造了斯麦兹所说的“意识产业”（consciousness industry）——制度的联合体，它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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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去，通过自愿的购买来扩大一系列商品的消费（为了购买商品，消费者不得不回到

工作中去），它使得一般意义上的工资关系得以再生产，而且有时是非自愿地接受新的

和异常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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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基于频谱的无线技术的发展已经成为意识产业生产受众的核心，因为它能够克服时

间和空间的障碍，这种障碍往往把工作场所和休闲场所分割开来。这涉及一个对公共

持有资源的开发，即电磁频谱（electromagnetic spectrum）。把无线电频谱和无线技术整

合到消费者意识的管理中去，是一种更为普遍的、对整个人口生产能力的动员。通过引

用约翰·保尔·戈德马尔（John Paul de Gaudemar）的著作，弗兰克·韦伯斯特（Frank Web⁃
ster）和凯文·罗宾斯（Kevin Robins）认为，这种动员的话语提供了一种令人信服的框架，

来理解“资本是如何使劳动力和人口被‘动员’起来的”（Robins & Webster，1999：111）。

戈德马尔概述了两种主要形式的动员：绝对的动员（absolute mobilization），也就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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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之内的和贯穿日常生活构建的纪律规训”（1999：111）；相对的动员（relative mobiliza⁃
tion），使早期的监督工作“被科技扮演核心角色的工厂内部纪律所取代，控制与生产力

目标和剩余价值的提取相一致：这种机器具有控制和提高生产力的双重属性”（1999：
112），此过程正好契合福特制和泰罗主义的兴起。

当 ICTs在有偿劳动领域的应用使工作强度变大的时候，它同样也使“有偿的”和“无

酬的”劳动时间发生了直接的融合，并且模糊了其边界。ICTs技术对于日常生活的殖民

化催生了“免费的时间日渐从属于消费的‘劳动’”这样的转化过程（Robins & Webster，
1999：116）。然而，绝对的和相对的动员，对应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形式吸纳”

（formal subsumption）和“实际吸纳”（real subsumption）的区分。前者取决于工作和闲暇

时间之间的明确区分，而后者试图消除所有这些区别。在这种情况下，相对剩余劳动的

条件（就是说，在一个给定工作日里工作强度的加大）成了前提和“实际吸纳”的物质表

达（Marx，1976：1025）。“实际吸纳”与快速的技术变革周期密切相关，特别是当劳动实

践通过技术革新而成为相对剩余价值的对象之时（相对剩余价值不断强化）（Marx，
1976：1035）。通过 ICTs技术，“实际吸纳”对集体劳动过程更具解释力，“资本把在其之

外形成的生活方式、欲望和知识……统统放进了工作”（Read，2003：18）。一旦资本循环

完全与个体劳动者的社会和主体性再生产无法分离，“实际吸纳”就成为一种工厂之外

的积极力量。

事实上，罗宾斯和韦伯斯特通过戈德马尔的动员概念发掘的 ICTs的历史，是一段

ICTs的资本主义应用所驱动的工厂和家庭同步化的历史。通过商业大众传媒的扩张，

人口统计、心理记录和其他有关消费者生活方式的数据使受众商品的出现成为可能，这

一过程将通过日益普及和交互式的传播媒介，实现“广告、市场研究、销售终端、即时库

存的整合……单个和整合的集群”（Dyer-Witheford，1999：81），这个过程贯穿于工作空

间、社会交往和家庭生活。

斯麦兹关于“实际吸纳”条件下谁和什么被异化了的观点，不仅包括失去生产资料

的工人，也涉及自我生产的过程。当一个人的反身性和社交能力越来越离不开资本积

累的“陷阱”和资本密集型的 ICT基础设施时，自我商品化便发生了，这对于构连和配置

个人的能力日益重要。正如斯麦兹写道：“当下和过去的一段时间，资本主义生产的主

要方面已经变成工人不断疏离他们生产和再生产自身的资料”。（Smythe，1981：48）
对于斯麦兹来说，“实际吸纳”的概念以下面的过程为特征：将社交和传播能力置入

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万有引力”（圈地）之内，这就是斯麦兹对于传播技术的资本主义

应用的分析中所说的特殊过程。其逻辑结果就是：始于工厂的传播圈地运动，借助于资

本主义技术和社会关系（如商品形态）对工人们社会生活的介入，演变成了工作和非工

作时间的无缝融合。斯麦兹分析的起点——信息与传播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为

“实际吸纳”这一概念提供了重要的贡献，因为它在“更广泛的社会和资本再生产体系中

占据了传播的位置”（Jhally，1987：67），而意识产业导向下的传播能力有利于提高主体

性生产与加速流通的同步性。

事实上，受众商品和受众工作并不直接生产剩余价值。反而，在受众将社会传播、

协作与受众认知能力物质化的过程中，通过资本的介入，受众在流通领域完成了剩余价

值的维护和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受众才可以说是在“工作”。即，因为后福特资本主义

强调“非生产性”作用，受众在“生产流通”的环节中才成为一种积极的必要（Marx，
1976：1038）。受众的工作是一个抽象的范畴，乍一看，仅仅体现了通过消费者的传播动

员来加速流通过程中的剩余价值。然而，这种动员产生的益处便是催生了作为商品的

受众，然后引导商业媒体系统的开发和布局，特别是基于频谱技术的商业应用。这一作

用随着交互式数字媒体的普及，获得了更大的物质现实。这样，受众商品及其工作的抽

象化就成了世界上真实的力量，一个真实的抽象概念（Toscano，2008）。
因此，在一个由无处不在的个人化数字 ICTs所定义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当下 IMDs

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对日常生活的殖民化，成了“有偿的”和“无酬的”数字劳动性质流转

的一种物质表达。就流通领域所涉及的无酬劳动及其必要性而言，这些设备对“免费”

时间的殖民化增加了用户生产内容，与其他潜在的有价值的个人数据的数量——可以

被用来将个人信息商品化，以及强化、合理化和个性化市场营销和广告的数据，以换取

用户的注意力，作为斯麦兹“免费午餐”的诱饵。IMDs是强化协作和传播能力的诀窍，这

些能力贯穿于无处不在的数字化媒体的聚合关系之中。由此产生的结构为克里斯蒂

安·福克斯（Fuchs，2010）沿着斯麦兹的论述创造了条件，启发性地将“产消者商品”

（prosumer commodity）总体上看作在移动网络和数字劳动发展中的结构性原理。

四、移动2.0：产消者商品的崛起？

自我商品化形式的增多标志着一系列的数字劳动实践反映在了移动媒体技术、功

能和社交能力之中。事实上，数字劳动丰富的内容是显而易见的，囊括了“有偿的”和

“无酬的”劳动，而且愈发需要对数字身份和社交网络进行维护，这种需求作为高度竞争

性的一种功能类别，包含所谓的“创造性”、“智力”和“情感”劳动。（参见Fuchs，2009b，
2010；Cohen，2008）这些数字化劳动实践在物质上的可能，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越来越普

遍存在的媒体，如黑莓手机和 iPhone（苹果手机），并且由越来越不稳定、被异化和被剥削

的工人系统性地履践。

相对于传统的大众传媒受众来说，在web 2.0时代，“用户也是内容生产者：用户生

成内容，用户从事永久性的创意活动、传播、社区建设与内容制作”（Fuchs，2009a：
82）。在这种情况下，更贴切的术语是“产消者商品”（prosumer commodity）。但是，福克

斯（C. Fuchs）认为这个术语意味着“人类创造力的彻底商品化”（2009a：82），而不是标志

着媒体内容的民主化。阿尔文·托夫勒（Toffler，1980）提出的“产消者”一词，反映了生产

者与消费者文化角色的融合。这种融合的关键是 ICTs在增强个人于日常环境中传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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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之内的和贯穿日常生活构建的纪律规训”（1999：111）；相对的动员（relative mobiliza⁃
tion），使早期的监督工作“被科技扮演核心角色的工厂内部纪律所取代，控制与生产力

目标和剩余价值的提取相一致：这种机器具有控制和提高生产力的双重属性”（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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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的”劳动时间发生了直接的融合，并且模糊了其边界。ICTs技术对于日常生活的殖民

化催生了“免费的时间日渐从属于消费的‘劳动’”这样的转化过程（Robins & Webster，
1999：116）。然而，绝对的和相对的动员，对应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形式吸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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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之间的明确区分，而后者试图消除所有这些区别。在这种情况下，相对剩余劳动的

条件（就是说，在一个给定工作日里工作强度的加大）成了前提和“实际吸纳”的物质表

达（Marx，1976：1025）。“实际吸纳”与快速的技术变革周期密切相关，特别是当劳动实

践通过技术革新而成为相对剩余价值的对象之时（相对剩余价值不断强化）（Marx，
1976：1035）。通过 ICTs技术，“实际吸纳”对集体劳动过程更具解释力，“资本把在其之

外形成的生活方式、欲望和知识……统统放进了工作”（Read，2003：18）。一旦资本循环

完全与个体劳动者的社会和主体性再生产无法分离，“实际吸纳”就成为一种工厂之外

的积极力量。

事实上，罗宾斯和韦伯斯特通过戈德马尔的动员概念发掘的 ICTs的历史，是一段

ICTs的资本主义应用所驱动的工厂和家庭同步化的历史。通过商业大众传媒的扩张，

人口统计、心理记录和其他有关消费者生活方式的数据使受众商品的出现成为可能，这

一过程将通过日益普及和交互式的传播媒介，实现“广告、市场研究、销售终端、即时库

存的整合……单个和整合的集群”（Dyer-Witheford，1999：81），这个过程贯穿于工作空

间、社会交往和家庭生活。

斯麦兹关于“实际吸纳”条件下谁和什么被异化了的观点，不仅包括失去生产资料

的工人，也涉及自我生产的过程。当一个人的反身性和社交能力越来越离不开资本积

累的“陷阱”和资本密集型的 ICT基础设施时，自我商品化便发生了，这对于构连和配置

个人的能力日益重要。正如斯麦兹写道：“当下和过去的一段时间，资本主义生产的主

要方面已经变成工人不断疏离他们生产和再生产自身的资料”。（Smythe，1981：48）
对于斯麦兹来说，“实际吸纳”的概念以下面的过程为特征：将社交和传播能力置入

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万有引力”（圈地）之内，这就是斯麦兹对于传播技术的资本主义

应用的分析中所说的特殊过程。其逻辑结果就是：始于工厂的传播圈地运动，借助于资

本主义技术和社会关系（如商品形态）对工人们社会生活的介入，演变成了工作和非工

作时间的无缝融合。斯麦兹分析的起点——信息与传播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为

“实际吸纳”这一概念提供了重要的贡献，因为它在“更广泛的社会和资本再生产体系中

占据了传播的位置”（Jhally，1987：67），而意识产业导向下的传播能力有利于提高主体

性生产与加速流通的同步性。

事实上，受众商品和受众工作并不直接生产剩余价值。反而，在受众将社会传播、

协作与受众认知能力物质化的过程中，通过资本的介入，受众在流通领域完成了剩余价

值的维护和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受众才可以说是在“工作”。即，因为后福特资本主义

强调“非生产性”作用，受众在“生产流通”的环节中才成为一种积极的必要（Marx，
1976：1038）。受众的工作是一个抽象的范畴，乍一看，仅仅体现了通过消费者的传播动

员来加速流通过程中的剩余价值。然而，这种动员产生的益处便是催生了作为商品的

受众，然后引导商业媒体系统的开发和布局，特别是基于频谱技术的商业应用。这一作

用随着交互式数字媒体的普及，获得了更大的物质现实。这样，受众商品及其工作的抽

象化就成了世界上真实的力量，一个真实的抽象概念（Toscano，2008）。
因此，在一个由无处不在的个人化数字 ICTs所定义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当下 IMDs

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对日常生活的殖民化，成了“有偿的”和“无酬的”数字劳动性质流转

的一种物质表达。就流通领域所涉及的无酬劳动及其必要性而言，这些设备对“免费”

时间的殖民化增加了用户生产内容，与其他潜在的有价值的个人数据的数量——可以

被用来将个人信息商品化，以及强化、合理化和个性化市场营销和广告的数据，以换取

用户的注意力，作为斯麦兹“免费午餐”的诱饵。IMDs是强化协作和传播能力的诀窍，这

些能力贯穿于无处不在的数字化媒体的聚合关系之中。由此产生的结构为克里斯蒂

安·福克斯（Fuchs，2010）沿着斯麦兹的论述创造了条件，启发性地将“产消者商品”

（prosumer commodity）总体上看作在移动网络和数字劳动发展中的结构性原理。

四、移动2.0：产消者商品的崛起？

自我商品化形式的增多标志着一系列的数字劳动实践反映在了移动媒体技术、功

能和社交能力之中。事实上，数字劳动丰富的内容是显而易见的，囊括了“有偿的”和

“无酬的”劳动，而且愈发需要对数字身份和社交网络进行维护，这种需求作为高度竞争

性的一种功能类别，包含所谓的“创造性”、“智力”和“情感”劳动。（参见Fuchs，2009b，
2010；Cohen，2008）这些数字化劳动实践在物质上的可能，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越来越普

遍存在的媒体，如黑莓手机和 iPhone（苹果手机），并且由越来越不稳定、被异化和被剥削

的工人系统性地履践。

相对于传统的大众传媒受众来说，在web 2.0时代，“用户也是内容生产者：用户生

成内容，用户从事永久性的创意活动、传播、社区建设与内容制作”（Fuchs，2009a：
82）。在这种情况下，更贴切的术语是“产消者商品”（prosumer commodity）。但是，福克

斯（C. Fuchs）认为这个术语意味着“人类创造力的彻底商品化”（2009a：82），而不是标志

着媒体内容的民主化。阿尔文·托夫勒（Toffler，1980）提出的“产消者”一词，反映了生产

者与消费者文化角色的融合。这种融合的关键是 ICTs在增强个人于日常环境中传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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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作用。这种融合的特点还表现为迅速蔓延的、灵活的、不稳定的和合同制的劳动力

（Neilson & Rossiter，2008；Gill & Pratt，2008）。必须重申的是，这类工人的相对异化和

岌岌可危的处境，被消费者的胜利所掩盖。正如爱德华·科莫（Edward Comor）所说，“当

然，消费者所表现和揭示出来的东西——包括社会规范和态度——本身只不过是一种

外来的力量：私人财产和社会关系的抽象力量，是由契约和价格体系来调适的”。（Co⁃
mor，2011）

然而，不能忘记的是，web 2.0不只是特定的对象、技术或应用程序。相反，当它被理

解为一整套促进互联网的互动和个人赋权性质的营销话语时，则更具有阐释力，而这表

面上源自用户生成内容的骤增。web 2.0体现了重塑网络商业机会的一致性努力，主张

通过互动、互联和数字媒体的组合来整合专业领域和社会情境。除了通过各种技术中

介环境来增强已被赋权用户的感知以外，web 2.0反映了一种新的基于网络的营销方法，

在生产和商业信息的定位中策略性地采用用户生成的内容。正如福克斯简要总结的那

样，“在互联网的情况下，观众参与的商品化比在其他大众传媒上更容易实现”（Fuchs，
2009a：84）。

在web 2.0时代对文化进行民主化的内生动力（Jenkins，2008；Tapscott & Williams，
2008）远远不及对在线行为货币化的兴趣强烈。传媒集团基于互联网的运作，甚至像谷

歌和雅虎这样相对新的进入者，并没有打破，而是相反地，秉持传统大众传媒的建立原

则（例如，谷歌公司推出的面向网站发布商的互联网广告服务Google AdSense就升级了

其web 2.0时代的受众商品）。AdMob（移动广告公司，主营业务是为客户在移动电话网

络播放广告——译者注）于 2009年以 7.5亿美元的价格被谷歌收购，因为它具有将传输

至或是来源于个人设备的数据流量“变现”的潜力。这样一来，它可以通过在许多不同

的指标上生成详细的用户信息来生产和销售移动的受众商品，并且包括关于应用程序

和网站使用数据的收集。正如AdMob指出：

AdMob为品牌广告主提供到达可精确定位的受众的能力。我们的创新广告单元会

将您的品牌信息传达到顶级移动网站。作为领先的品牌移动广告市场之一，我们有产

品和人才，以帮助您满足您的广告需求。（AdMob，2010）

它接着指出，“移动广告为您提供有针对性的移动用户，并且很容易购买和测量”

（AdMob，2010）。
作为生产和交付给广告主的主要商品，货币化的逻辑取决于观众的注意力。这一

逻辑的结果是，内容为高度的目标受众而量身定制（Dahlberg，2005）。不仅受众在线上

更加碎片化，它在空间上是可移动的，比如，是被web 2.0的修辞赋权所调动的。IMDs不
只是传播技术的革新，而是一个潜在的、消费可计算数据和重构受众商品的有利可图的

场域（或平台），这种受众商品由众多隐秘的身份所组成。

整合“产消者”无酬劳动的倾向预示着一对一营销，或所谓的“参与式营销”（partici⁃
patory marketing）的兴起（Mitra，2008），其依赖于社交媒体将用户生成的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UGC）直接纳入营销过程之中。IMDs作为一种平台，直接征用了用户

在其自我商品化过程中的反馈性参与。一旦他们大功告成，用户则被奖励在其手机上

消费“免费的午餐”。

MyScreen和 Sidebar这两个网站都为用户提供精准和个性化的内容，并推送至它们

的移动设备以换取个人数据。这些实例反映了，移动的产消者商品是如何被基于应用

软件的服务所构建起来的——这些服务提供新的收入流，使用户能够通过设备心甘情

愿地参与，或通过无酬的“工作”来收集个性化数据。以上这些囊括了移动设备将采取

的主要发展路径，其中，特定用户——产消者——是潜在商品化的对象。但在这种情况

下，IMDs也提供了一种个性化的平台，从而闭合了信息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循环（产消合

一，prosumption）。
作为一种“产消者”商品的动员平台，应用程序或软件是 IMDs的决定性特征，塑造

了移动行业的轮廓。在线应用商店现在已经存在于所有主要的手机制造商，也包括内

容生产者和网络运营商（其中，苹果公司的 iTunes商店最受欢迎）。这些商店提供用于

生产应用的软件开发工具包，之后可由第三方开发商销售，这些公司可从中获得利润的

份额。应用程序执行各种服务，包括旅游信息、游戏、新闻、地图和其他品牌化内容。事

实上，大多数应用程序现在是定向广告、营销数据或品牌战略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收

集有价值的个人数据的工具（Furchgott，2009）。为了与AdMob公司基于应用的广告和

数据竞争，苹果公司开发了以 iAd（移动广告平台）为特点的新操作系统 iOS4以接受挑

战。与谷歌推广的基于搜索的广告活动不同，史蒂夫·乔布斯注意到，“人们并不像在

（电脑）桌面上那样在移动设备上搜索”；相反，他们越来越多地通过应用程序访问他们

的信息（Stone，2010）。以这种方式，应用程序成为智能手机使用中的一个核心扩展领

域，反映了各种移动产业参与者收入的增多，这些参与者包括：手机制造商、软件开发人

员和电信公司。（Middleton，2009）
在未来的几年中，定位服务（location-based services，LBS）有望成为微计费系统的一

个重要的驱动程序，特别是当 IMDs完全融入用户的日常环境。简单来说，定位服务就

是被用来“在空间中定位消费者”，从而“更好地图绘和了解他们在特定的地点和特定的

时间做什么，并将产品和服务构连并卷入到这种情境中去”的应用（Goggin，2006：
197）。这些类型的应用程序主要体现在大多数智能手机所具备的GPS功能——提供关

于个人周围环境的信息。为了交换高度详细的位置数据，用户获得了关于他们周围环

境的潜在的有价值的和特定情境的信息。定位功能可能包括找到附近的汽车经销商、

酒吧和餐馆，找到朋友或搜索地图和路线。产业趋势表明：这些功能将大部分由广告和

营销来补贴，其中广告活动可以精确地针对地点来投放。结合用户偏好、习惯和兴趣的

详细资料，定位系统将提供有价值的渠道，用于将产消者商品的工作货币化。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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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作用。这种融合的特点还表现为迅速蔓延的、灵活的、不稳定的和合同制的劳动力

（Neilson & Rossiter，2008；Gill & Pratt，2008）。必须重申的是，这类工人的相对异化和

岌岌可危的处境，被消费者的胜利所掩盖。正如爱德华·科莫（Edward Comor）所说，“当

然，消费者所表现和揭示出来的东西——包括社会规范和态度——本身只不过是一种

外来的力量：私人财产和社会关系的抽象力量，是由契约和价格体系来调适的”。（Co⁃
mor，2011）

然而，不能忘记的是，web 2.0不只是特定的对象、技术或应用程序。相反，当它被理

解为一整套促进互联网的互动和个人赋权性质的营销话语时，则更具有阐释力，而这表

面上源自用户生成内容的骤增。web 2.0体现了重塑网络商业机会的一致性努力，主张

通过互动、互联和数字媒体的组合来整合专业领域和社会情境。除了通过各种技术中

介环境来增强已被赋权用户的感知以外，web 2.0反映了一种新的基于网络的营销方法，

在生产和商业信息的定位中策略性地采用用户生成的内容。正如福克斯简要总结的那

样，“在互联网的情况下，观众参与的商品化比在其他大众传媒上更容易实现”（Fuchs，
2009a：84）。

在web 2.0时代对文化进行民主化的内生动力（Jenkins，2008；Tapscott & Williams，
2008）远远不及对在线行为货币化的兴趣强烈。传媒集团基于互联网的运作，甚至像谷

歌和雅虎这样相对新的进入者，并没有打破，而是相反地，秉持传统大众传媒的建立原

则（例如，谷歌公司推出的面向网站发布商的互联网广告服务Google AdSense就升级了

其web 2.0时代的受众商品）。AdMob（移动广告公司，主营业务是为客户在移动电话网

络播放广告——译者注）于 2009年以 7.5亿美元的价格被谷歌收购，因为它具有将传输

至或是来源于个人设备的数据流量“变现”的潜力。这样一来，它可以通过在许多不同

的指标上生成详细的用户信息来生产和销售移动的受众商品，并且包括关于应用程序

和网站使用数据的收集。正如AdMob指出：

AdMob为品牌广告主提供到达可精确定位的受众的能力。我们的创新广告单元会

将您的品牌信息传达到顶级移动网站。作为领先的品牌移动广告市场之一，我们有产

品和人才，以帮助您满足您的广告需求。（AdMob，2010）

它接着指出，“移动广告为您提供有针对性的移动用户，并且很容易购买和测量”

（AdMob，2010）。
作为生产和交付给广告主的主要商品，货币化的逻辑取决于观众的注意力。这一

逻辑的结果是，内容为高度的目标受众而量身定制（Dahlberg，2005）。不仅受众在线上

更加碎片化，它在空间上是可移动的，比如，是被web 2.0的修辞赋权所调动的。IMDs不
只是传播技术的革新，而是一个潜在的、消费可计算数据和重构受众商品的有利可图的

场域（或平台），这种受众商品由众多隐秘的身份所组成。

整合“产消者”无酬劳动的倾向预示着一对一营销，或所谓的“参与式营销”（partici⁃
patory marketing）的兴起（Mitra，2008），其依赖于社交媒体将用户生成的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UGC）直接纳入营销过程之中。IMDs作为一种平台，直接征用了用户

在其自我商品化过程中的反馈性参与。一旦他们大功告成，用户则被奖励在其手机上

消费“免费的午餐”。

MyScreen和 Sidebar这两个网站都为用户提供精准和个性化的内容，并推送至它们

的移动设备以换取个人数据。这些实例反映了，移动的产消者商品是如何被基于应用

软件的服务所构建起来的——这些服务提供新的收入流，使用户能够通过设备心甘情

愿地参与，或通过无酬的“工作”来收集个性化数据。以上这些囊括了移动设备将采取

的主要发展路径，其中，特定用户——产消者——是潜在商品化的对象。但在这种情况

下，IMDs也提供了一种个性化的平台，从而闭合了信息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循环（产消合

一，prosumption）。
作为一种“产消者”商品的动员平台，应用程序或软件是 IMDs的决定性特征，塑造

了移动行业的轮廓。在线应用商店现在已经存在于所有主要的手机制造商，也包括内

容生产者和网络运营商（其中，苹果公司的 iTunes商店最受欢迎）。这些商店提供用于

生产应用的软件开发工具包，之后可由第三方开发商销售，这些公司可从中获得利润的

份额。应用程序执行各种服务，包括旅游信息、游戏、新闻、地图和其他品牌化内容。事

实上，大多数应用程序现在是定向广告、营销数据或品牌战略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收

集有价值的个人数据的工具（Furchgott，2009）。为了与AdMob公司基于应用的广告和

数据竞争，苹果公司开发了以 iAd（移动广告平台）为特点的新操作系统 iOS4以接受挑

战。与谷歌推广的基于搜索的广告活动不同，史蒂夫·乔布斯注意到，“人们并不像在

（电脑）桌面上那样在移动设备上搜索”；相反，他们越来越多地通过应用程序访问他们

的信息（Stone，2010）。以这种方式，应用程序成为智能手机使用中的一个核心扩展领

域，反映了各种移动产业参与者收入的增多，这些参与者包括：手机制造商、软件开发人

员和电信公司。（Middleton，2009）
在未来的几年中，定位服务（location-based services，LBS）有望成为微计费系统的一

个重要的驱动程序，特别是当 IMDs完全融入用户的日常环境。简单来说，定位服务就

是被用来“在空间中定位消费者”，从而“更好地图绘和了解他们在特定的地点和特定的

时间做什么，并将产品和服务构连并卷入到这种情境中去”的应用（Goggin，2006：
197）。这些类型的应用程序主要体现在大多数智能手机所具备的GPS功能——提供关

于个人周围环境的信息。为了交换高度详细的位置数据，用户获得了关于他们周围环

境的潜在的有价值的和特定情境的信息。定位功能可能包括找到附近的汽车经销商、

酒吧和餐馆，找到朋友或搜索地图和路线。产业趋势表明：这些功能将大部分由广告和

营销来补贴，其中广告活动可以精确地针对地点来投放。结合用户偏好、习惯和兴趣的

详细资料，定位系统将提供有价值的渠道，用于将产消者商品的工作货币化。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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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方式便是基于他们的位置和资料，将数字优惠券定位并发送至智能手机的用户

手中（Reedy，2009）。此外，定位服务正在让位于所谓的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

“一类将来自网络的数据放置在物理世界的相机视图之上的技术”（Kirkpatrick，2009），

其进一步模糊了真实和虚拟世界之间的区别，并希望通过 IMDs渠道化的用户行为进而

获利。

对产消者商品的动员已经撬动了移动宽带网络的现有限制。最突出的例子就是

iPhone的情况和它与美国AT＆T（美国最大的固网电话服务供应商及第一大移动电话

服务供应商）的优先关系——一直是双刃剑的关系。虽然用户平均收入（average reve⁃
nue per user，ARPU）增长了 3.8％，而截至 2009 年 10 月，无线数据收入同比增长了

33.6％，但这种增长造成了“数据流量的堵塞”，使用户感到愤怒，并使整个网络变慢（Ma⁃
lik，2009）。这个问题已经引发了对诸如LTE（Long Term Evolution，长期演进技术，是电

信中用于手机及数据终端的高速无线通讯标准——译者注）和WiMAX（world wide in⁃
teroperability for microwave access，全球互通微波存取，是一项高速无线数据网络标准

——译者注）的 4G技术研究的激增，4G技术的实现提高了上传和下载的平均速率。不

过，这需要昂贵的升级和更复杂的手机。这种升级还与更广泛的经济刺激计划相关，并

且成为美国国家宽带计划的核心（参见 www.broadband.gov）。由于 iPhone的普及，对移

动带宽的需求不断增长，使得频谱政策和分配的问题变得更加迫切。正如美国联邦通

讯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主席朱利亚斯·格纳考斯基（Julius
Genachowski）所说，一个“隐藏的‘频谱’危机正在显现”（Reuters，2009），这种说法也得

到了行业领导者的重视。这种真正的或制造危机的潜力，强化了一种产业观点，即网络

中立性不该应用于下一代宽带的标准。

五、结论：作为公共品的频谱

由于需要越来越多的带宽来满足需求，关于频谱分配政策和技术的选择将变得更

加重要。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有偿和无酬数字劳动的需求，需要重新考虑“频谱共同

体”（spectrum commons）的可能性（Lehr & Crowcroft，2005）。这可能包括转变迄今为止

占主导地位的、频谱管理的私有财产模式，以及实施更灵活的频谱管理政策（Bauer，
2002）。在这一点上，电信和其他商业利益对大部分频谱的垄断控制，是对属于全人类

现存自然现象征收租金。

由于所有当前趋势都指向以频谱的组织和分配为前提的、无处不在的连接性社会，

也由于通过个人化的技术，大多数人将日益能够体验到传播和协作关系——这个世界

中的每个人都越来越多地成为经由技术与他人联系在一起的孤岛——斯麦兹对作为共

同体的频谱具有先见之明的评论获得了新的重要性：

无线电频谱对于今天的传播来说，就如同土地对庄稼、水和鱼的关系一样。它是一

种特殊的自然资源，但其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被社会科学家忽视。像人

类环境的所有其他特征一样，它必须在与人的关系中进行审视……不像其他资源，无线

电频谱是世界财产的首要形式。（Smythe，1981：300）

斯麦兹对传播技术的资本主义具体应用的分析，为数字技术如何在更完全地将传

播能力纳入“数字劳动”的形式中发挥作用，提供了一个分析切入点。斯麦兹把技术描

述为一个“神秘的术语，它描述了正在进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包括“资本主义在富

国和穷国之间以及国家之内的贫富斗争中最有力的宣传武器”（Smythe，1981：20）。考

虑到基于频谱的技术现在如何构成一种“常态”，也许是必要的（Livingston，2004）。个人

要求大量的商品，无论是作为雇佣劳动者还是社会主体的能力，使斯麦兹的警告对于当

代媒体的批评变得更加突出和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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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方式便是基于他们的位置和资料，将数字优惠券定位并发送至智能手机的用户

手中（Reedy，2009）。此外，定位服务正在让位于所谓的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

“一类将来自网络的数据放置在物理世界的相机视图之上的技术”（Kirkpatrick，2009），

其进一步模糊了真实和虚拟世界之间的区别，并希望通过 IMDs渠道化的用户行为进而

获利。

对产消者商品的动员已经撬动了移动宽带网络的现有限制。最突出的例子就是

iPhone的情况和它与美国AT＆T（美国最大的固网电话服务供应商及第一大移动电话

服务供应商）的优先关系——一直是双刃剑的关系。虽然用户平均收入（average reve⁃
nue per user，ARPU）增长了 3.8％，而截至 2009 年 10 月，无线数据收入同比增长了

33.6％，但这种增长造成了“数据流量的堵塞”，使用户感到愤怒，并使整个网络变慢（Ma⁃
lik，2009）。这个问题已经引发了对诸如LTE（Long Term Evolution，长期演进技术，是电

信中用于手机及数据终端的高速无线通讯标准——译者注）和WiMAX（world wide in⁃
teroperability for microwave access，全球互通微波存取，是一项高速无线数据网络标准

——译者注）的 4G技术研究的激增，4G技术的实现提高了上传和下载的平均速率。不

过，这需要昂贵的升级和更复杂的手机。这种升级还与更广泛的经济刺激计划相关，并

且成为美国国家宽带计划的核心（参见 www.broadband.gov）。由于 iPhone的普及，对移

动带宽的需求不断增长，使得频谱政策和分配的问题变得更加迫切。正如美国联邦通

讯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主席朱利亚斯·格纳考斯基（Julius
Genachowski）所说，一个“隐藏的‘频谱’危机正在显现”（Reuters，2009），这种说法也得

到了行业领导者的重视。这种真正的或制造危机的潜力，强化了一种产业观点，即网络

中立性不该应用于下一代宽带的标准。

五、结论：作为公共品的频谱

由于需要越来越多的带宽来满足需求，关于频谱分配政策和技术的选择将变得更

加重要。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有偿和无酬数字劳动的需求，需要重新考虑“频谱共同

体”（spectrum commons）的可能性（Lehr & Crowcroft，2005）。这可能包括转变迄今为止

占主导地位的、频谱管理的私有财产模式，以及实施更灵活的频谱管理政策（Bauer，
2002）。在这一点上，电信和其他商业利益对大部分频谱的垄断控制，是对属于全人类

现存自然现象征收租金。

由于所有当前趋势都指向以频谱的组织和分配为前提的、无处不在的连接性社会，

也由于通过个人化的技术，大多数人将日益能够体验到传播和协作关系——这个世界

中的每个人都越来越多地成为经由技术与他人联系在一起的孤岛——斯麦兹对作为共

同体的频谱具有先见之明的评论获得了新的重要性：

无线电频谱对于今天的传播来说，就如同土地对庄稼、水和鱼的关系一样。它是一

种特殊的自然资源，但其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被社会科学家忽视。像人

类环境的所有其他特征一样，它必须在与人的关系中进行审视……不像其他资源，无线

电频谱是世界财产的首要形式。（Smythe，1981：300）

斯麦兹对传播技术的资本主义具体应用的分析，为数字技术如何在更完全地将传

播能力纳入“数字劳动”的形式中发挥作用，提供了一个分析切入点。斯麦兹把技术描

述为一个“神秘的术语，它描述了正在进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包括“资本主义在富

国和穷国之间以及国家之内的贫富斗争中最有力的宣传武器”（Smythe，1981：20）。考

虑到基于频谱的技术现在如何构成一种“常态”，也许是必要的（Livingston，2004）。个人

要求大量的商品，无论是作为雇佣劳动者还是社会主体的能力，使斯麦兹的警告对于当

代媒体的批评变得更加突出和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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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ify the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new legal category of“dispatch work relationships”

（laowu guanxi），as opposed to the old-style“labor relationships”（laodong guanxi）. The article examines also dis-

putes between the new dispatch agencies and the workers they contract with to clarify how that dispatch-agency-

to-workers-relationship is different both from the new“dispatch work relationship”and the old“labor relation-

ship”between enterprises and their workers. These comparisons bring to light a“black hole”in labor law theory

and practice，related to its construct of a severing of contracting from management，and of the laborer’s“per-

son”from the laborer’s“work.”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placing dispatch work into the context of the global-

ized social and legal history of labor.

Keywords:“dispatch work relationship”vs.“labor relationship，”“user of the work”vs.“employer of the 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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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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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orality and mental health of Left-behind Children（LB）have recently become one of the focuses

in our society. Based on interviews and drawing on the concepts of Social Cognitive Domain Theory，this paper

explores LB’s moral judgments in different domains as opposed to those of the Non-left-behind-children（NL）.

The results reveal：1）both LB and NL can distinguish moral，conventional，and personal domains，but LB rec-

ognize a smaller personal domain；2）LB tend to extend conventional justifications to all domains，especially to

personal domain；3）LB use more justifications of punishment and fewer justifications of growth，which shows

that LB are motivated more by external forces；4）female LB are more sensitive to psychological harm.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se results，suggestions on moral education are given：1）enhancing LB’s subjectivity and

sense of moral responsibility by developing their personal domain；2）strengthening LB’s sense of psychological

security by establishing their personal domain；3）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female LB’s emotional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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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Education as Governmentality in China 163

Ye Jingzhong

Abstract：Rural urban labour migration and the consequent left- behind children，and rural school mapping

movement and the consequent concentr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 cities，are the two major issues current-

ly in Chinese rural education. This paper starts with an extensive case of Du’s family from Guizhou Province

which has been split in five places as a result of rural labour migration，rural school mapping and the pursuit of

better education in cities. By applying the concept of governmentality and biopolitics，this paper reveals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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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ng with labour migration policy in China，education has become a key factor in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and

regulation of time and space for all members of Du’s family，and therefore impacting greatly on their life pro-

cesses including movement，settlement，work and living. In this sense，education has become a biopolitics that

manipulates the entire family of Du and a kind of governmentality for developmentalism characterized by urban-

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rural school mapping is the exact means for rather than

the inevitable consequence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and thus a deliberated strategy for pursuing developmen-

talism centered with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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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izing the audience commodity：Digital labour in a wireless world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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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re-examines the work of Dallas Smythe in light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Internet-enabled

mobile devices（IMD）. In an era of ubiquitous connectivity Smythe’s prescient analysis of audience“work”of-

fers a historical continuum in which to understand the proliferation of IMDs in everyday life. Following Smythe’

s line of analysis，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expansion of waged and unwaged digital labour facilitated by these

devices contributes to the overall mobilization of communicative，cognitive and co-operative capacities – capac-

ities central to the accumulation strategies of“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As such，the rapid uptake of these de-

vices globally is an integral component in this mobilization and subsumption. In the case of Smythe’s provoca-

tive（and somewhat controversial）concept of the audience commodity，the work of the audience is materially

embedded in the capitalist application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Consonant with Smythe’s emphasis on

the centrality of communication and related technologies in the critical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political econo-

mies，this paper elaborates upon the concept of digital labour by rethinking Smythe’s theory of the audience

commodity as a central principle organizing the technical and social evolution of IM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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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 Tongxue

Abstract：As a symbol of the transition of anthropology from the classic to the modern phase，fieldwork method-

ology is a necessary but not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exorcising the“haunt”of Euro-centrism. Interpretive method-

ology symbolizes the transition of anthropology from the modern to the contemporary phase，and its insight

8 9


